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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自己的史学理论，但现代意义上的

史学理论学科及学术体系是清末民初从西方引入

的。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着力译介

西方史学理论，到尝试创建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体

系的演进过程。民国学者在接受西方史学理论的

基础上，逐渐构建了以历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和价值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史学理论体系。民国

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

响，强调历史学的客观性及科学性，致力于历史学

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

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本土化、科

学化和方法热，成为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

趋向。

一、从译介西学到发掘传统：民国史学理论演进

的本土化趋向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

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

本土化史学理论体系的过程。清末民初，西方史学

被视为塑造中国现代史学的样板被加以介绍，出现

了翻译西方史学著作的热潮。五四运动以后，中国

史学界更加重视介绍欧美史学思想，西方近代有代

表性的史学理论著作陆续翻译到中国，其中比较重

要的有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何炳松译，商务印书

馆 1924年版)，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

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 1926年版)，美国亨利的

《历史教学法》(何炳松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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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陈石孚译，商务印书馆

1928年版)，英国弗林特的《历史哲学概论》(郭斌佳

译，新月书店1928年版)，美国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

史》(何炳松、郭斌佳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法国

施亨利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商务印书

馆1930年版)，美国班兹的《史学》(向达译，商务印书

馆1930年版)、《西洋史学进化概论》(雷震译，北平文

化学社 1932年版)和《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董之学

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法国瑟诺波司的《社会科

学与历史方法》(张宗文译，大东书局 1930年版)，英
国司各脱的《史学概论》(余楠秋、谢德风译，民智书

局 1933年版)和《史学与史学问题》(翁之达译，开明

书局1934年版)，弗领的《历史方法概论》(薛澄清译，

商务印书馆 1933年版)及《历史研究法》(李树峻译，

北平立达书局1933年版)，德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德国伯伦汉《史

学方法论》(陈韬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

在这些翻译著作中，影响最大者当数朗格诺瓦、

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和伯伦汉著《史学方法

论》。《史学原论》主要阐释了从搜集与考证资料，综

合史实直至落笔成书时所必须遵循的史学研究的基

本原则及其方法；①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主要论述

史学的概念和本质、史学方法论、史料及其考证、历

史的综合和编纂等。②这两部著作，是民国史家不断

征引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权威之作，是民国多数史家

编撰“史学概论”的底本。

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及其史学思想介绍到中国

后，中国学者为了教学和研究需要，以西方史学理论

著作为底本，编撰出版了各种类型的史学理论教材

或著作。这些著作难免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很多

教材就是对西方相关史学著作的抄录和改写，但随

着对西方译著作理解的加深，民国学者综合多部西

方史学著作而加以编撰，陆续撰写出比较系统的带

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西方翻译过来的史学

理论著作逐渐被改编并重新编撰成各种类型的“史

学概论”新著，标志着西方史学理论逐渐中国化(本
土化)。从平行移植到本土化撰述，是西方史学理论

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趋向。总体上看，民国时期史学

理论研究的本土化，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

首先，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和综合

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清

末从日本传入新史学著作之初，中国学者便开始撰

写史学理论文章，如梁启超的《新史学》、汪荣宝的

《史学概论》、邓实的《史学通论》、吴渊民的《史学通

义》、马叙伦的《史学总论》、王葆心的《史学研究法》

等，这些论著多依据西方史学理论，尝试建立中国自

己的史学理论体系，论述内容涉及史学的定义、目

的、意义、方法及其他学科关联等。“五四”以后，中国

史家在介绍翻译西方史学理论著作过程中，逐渐深

化了对史学理论及方法的认知，开始撰写并出版中

国学者自己所理解的史学理论教材或著作。中国史

学界尽管从清末就开始引入西方史学理论学科，但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则是“五四”

以后逐渐构建起来的。

到 20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

史学理论体系基本建构起来。其标志为：一是讨论

史学理论问题的论文增多，许多史学著作设有专谈

理论问题的章节、绪论或引言，从不同视角阐述史学

理论问题，如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马乘风《中国

经济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等。

二是各种类型的《史学概论》类著作的陆续出版。据

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讨论史学理论的著作

多达3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泰棻的《史学研

究法大纲》(1920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1922年)、《历史统计法》(1922年)和《中国历史研究

法补编》(讲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1933年出

版)，杨鸿烈的《史地新论》(1924年)和《史学通论》

(1939年)，朱谦之的《历史哲学》(1926年)，何炳松的

《历史研究法》(1927年)和《通史新义》(1930年)、卢绍

稷的《史学概要》(1930年)、吴贯因的《史之梯》(一名

《史学概论》，1930年)、周容的《史学通论》(1933年)、
胡哲敷的《史学概论》(1935年)、李则纲的《史学通论》

(1935年)、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陆懋

德的《史学方法大纲》(1945年)、吕思勉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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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945年)等。这些史学理论著作，尽管是在介绍

西方史学理论基础上编撰的带有概论性的教材(读
物)，内容比较肤浅，但这些史学理论著作展示了“五

四”以后中国学者对史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初步思考，

展现了中国史学界尝试构建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体

系的学术成果。民国史家仿照西方史学理论体系，

逐渐建构了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史学概论”著作，论述范

围大致包括历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编撰学等

方面。这些方面，大体构成了民国时期本土化史学

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如蒙思明将史学理论等同于

“史学方法”，内容涉及史料搜集考订的方法、历史观

和历史编纂学。③刘国钧将史学理论称为“广义的历

史哲学”，内容包括本体论、价值论、知识论和史学方

法四个方面。本体论研究的问题，是关于史实的解

说，如历史的本质如何，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史实

发展的历程如何？史实变动的力量从何而来等。价

值论注意的问题，一是寻求过去的事迹对于人们今

天的关系；二是在过去事实中寻求若干定律以为人

们今后行动的依据；三是就过去的事件或人物的行

为，予以道德或伦理的意义，作为后人行动的标准。

历史知识论所讨论的问题，是历史的知识如何可能，

历史知识如何可以正确。史学方法讨论的问题，则

包括研究历史的方法和撰写史书的方法。④民国时

期史学本体论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

历史及史学的定义、性质、结构和分类；二是史学与

他学科关系；三是史料的内容、分类及其搜集鉴别考

证问题。史学认识论讨论的问题则包括：一是史学

是科学还是艺术；二是历史有无规律性(必然性与偶

然性关系)；三是求真与致用关系问题等。史学编撰

论则主要讨论史学叙述及著作撰写体例问题。这四

个方面，构成了民国时期比较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

其次，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

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西方近代史学

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

理论体系。注意发掘并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的积极资

源，以现代眼光对其加以整理和阐释，是民国时期史

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特征。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

义及相关史学理论影响，但中国毕竟有着两千多年

的史学传统和丰富的史学理论资源，故民国史家在

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之同时，也注意发掘、继承中国史

学传统及其理论资源。关注并发掘中国传统史学理

论，将其作为构建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的重要资源，是

民国史学理论本土化的重要标志。梁启超、胡适、何

炳松等人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发掘和阐释，即为典

型例证。

何炳松推颂鲁滨逊的新史学，但并未摒弃中国

传统史学。何炳松潜心研究章学诚史学思想并撰写

了《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章学诚史学管窥》

《增补章实斋年谱序》等文，认为以章氏为代表的浙

东史学与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在史学思

想的诸多方面是相通的，因而也是可以进行相互比

照的，故尝试将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

理论结合起来，以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何炳

松传承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并尝试建构现代史学理论

的努力，集中体现在其所作《历史研究法》中。该书

在译介伯伦汉和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方法论

的同时，大量引用中国古代史家和经典史著的相关

理论，详列中国史法之各类史著并予以高度评价，盛

赞章学诚为“中国史学界唯一天才”⑤，其史学方法代

表了中国传统史学之最高水平。正因如此，何氏的

《历史研究法》被民国学界称颂为：“立说宗实斋而以

《新史学》之说融会贯通之”。⑥何炳松以中国传统史

学方法系统阐释西方现代新史学方法论，既吸收了

兰克学派及鲁滨逊新史学的史学方法，又发掘并传

承了章学诚等人的史学理论，成为民国时期融合中

西史学理论资源之典范。

民国时期编撰的各种史学理论著作，往往是在

挖掘和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基础上构思而成的，

带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民国史学所强调的新史学

方法，往往是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方法(特别是乾嘉

考据方法)基础上，吸取西方现代史学方法而形成

的。民国史家不仅继续使用辨伪、校勘等传统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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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而且在融合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基础上加以

系统化和条理化，形成一些新法则和新程式，如梁启

超的“辨伪书十二条公例”，陈垣的“校法四则”，等

等。柳诒徵、刘咸炘等老派学人，以中国传统史学理

论为主，部分接纳了西方近代史学理论，逐渐创建了

新的史学理论；胡适、何炳松等新派学者，对刘知幾、

崔述等传统史家的史学思想加以发掘，对乾嘉考据

学方法加以发挥，形成了本土化的新历史考据学。

将中西两种史学理论资源融合起来，构建具有本土

化的现代史学理论体系，是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特

色，也是民国史学理论演进的基本趋向。

二、从实证主义到客观中立：民国史学理论研究

的科学化趋向

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是19世纪实证主义和科学主

义的产物。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科学主义影响，

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加以看待，以科学化作为史学

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努力建构实证主义的科学化

史学。实证化和客观化，成为民国史学理论建构的

基本依据和价值目标。

“五四”后中国翻译介绍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

多为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史学著作，加上西方史学

理论是在“五四”后科学主义大潮下输入的，故民国

史学理论研究格外推崇西方近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

义，将历史学当作“科学”加以看待，建立科学基础上

的新历史学，追求历史学的科学化。王抱冲的《中国

历史科学化》和王睿的《论中国历史观之科学化》，均

将历史学视为一门像自然跨学那样的“科学”，称为

“历史科学”。王抱冲说：“所谓科学化，是指主观心

理对于客观事实的了解的一种方法——即摈除以前

那种非科学的方法，而尽量采取科学的方法，以期我

们所了解的历史，正与客观的历史符合。”⑦因此，民

国学界关注的西方新史学，主要是实证主义史学；所

要建构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是实证主义支配下的

科学化的史学，是在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指导下的

历史科学。

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强调用叙事体裁和个别

描述的方式，把历史人物的行为和支配那些行为的

真实动机、意念如实地描述出来，这样就可以恢复历

史的本来面目。任何理论性的解释都是多余的，因

为历史行为者的动机和意念就是他们的行为的解

释。这就是所谓的“让史实说话”或“让史料说话”。

兰克史学强调用科学方法考订史料，强调史料考据

方法的严谨性和客观性，承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

倡导客观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强调历史学家在考订

和辨识史料史实时，必须不偏不倚，排除自我的既有

之见和任何理论的指导，排斥史学家的主观性，认为

只需要把史料鉴别和整理好，历史事实就会自动呈

现，并且这种呈现出来的历史现象才是真实的客

观。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合著《史学原论》，是兰克实

证史学的集中体现，反映了法国史学科学化倾向。

它注重文献史料，强调从史料出发，进而个别事实综

合而形成结论及原理原则的归纳方法；提倡冷静客

观的中立态度，注重事实判断，抱有“价值中立”立

场，不过多进行评论；注重历史实证，故认定史学是

科学，主张史学科学化。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强调了

搜集和鉴别史料的方法，与乾嘉学派考证史料的思

路和方法是一致的，故它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找到了

根基及共同点。该著是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的史

学理论的经典著作，对民国学界影响大，民国诸多史

家均接受并以此作为建构史学理论体系和史学研究

的指南。民国时期编撰出版的众多史学概论讲义及

著作，均关注史料的搜集考证，并将考据史料的方法

等同于历史研究方法，典型地反映了实证主义的影

响。如卢绍稷的《史学概要》沿袭何炳松《历史研究

法》云：“第一步，是搜集史料；第二步，是考证。”⑧中

国学者撰写的史学理论著作，多带有明显的实证主

义色彩。

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影响，民国学者多主张以

自然科学为榜样建设中国现代史学，强调历史学的

科学性质。傅斯年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

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⑨他

坚信在剔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

“赤裸裸的史料”就可显示其历史的客观性，故认为：

“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既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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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传统的权威，也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⑩这与兰

克所标榜的不偏不倚之说相吻合。他强调：“近代的

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只是要把史料整理好，则

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

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他发见

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故宣称要将历

史学建设成为“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要使历史

学成为“客观的史学”“科学的东方学”。

在许多民国学者看来，历史学可以成为像自然

科学那样的历史科学。杨鸿烈认为：“‘史学’和‘自

然科学’在‘材料’和‘方法’上都非绝对的有性质上

的差异”，所以史学不但可以成为科学，而且还是“狭

义的科学”。李则纲比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后，提

出史学可以成为科学的三点理由：一是从科学的特

征考察，自然科学的特征是客观的，历史学也是客观

的；自然科学具有机械性，历史活动也是无目的的、

机械的；自然科学的特征为必然性，历史发展也有必

然性；两者都有因果性：“有一事即有一事之因，亦即

有一事之果。”故历史学具备了自然科学的特征。

二是从研究的目的考察，自然科学的目的是求真理，

而历史学研究的目的亦以客观的史实作证据，以求

建立普遍的理法。三是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考察，自

然科学运用类推的推理、归纳的推理、演绎的推理以

成定律，历史学对史料的观察、搜集、鉴定、排比、推

理、制作及史律研究，也使用了同样方法。因此，“从

科学的特征、目的和方法说，历史学无论如何，不惟

不能与玄学同科，被逐于科学领域之外。而历史的

科学性，原与自然科学无殊。”

民国时期学界围绕着“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问

题展开过比较深入的讨论，很多学者强调历史学的

科学特性。即便有些学者看到了历史学的人文性和

艺术性，但多数也是在承认历史学的科学性的前提

下对其艺术性进行讨论的。多数学者认为，若将科

学仅限定为自然科学，则历史非科学，但若将科学泛

指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则历史为科学。如齐思和

将史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相异之处归纳为四

点：一是自然科学应用直接观察，而历史应用间接观

察；二是历史不能有实验；三是历史不能建设定律；

四是史家不能预见。但他认为两者在治学态度及方

法上是一致的，故仍倾向于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

“史家之目的为真实，舍此外更无其他目的。实事求

是，不夹杂任何情感，乃现今一般史家所共持之态

度。是史家之治学态度，与自然科学者初无二致

也。”故强调：“其治学方法，亦于自然科学家者根据

同一原理，采取同一步骤。”

尽管民国学者对科学的范围及历史是否为科学

的意见有较大分歧，但均认定史学方法是科学的。

这几乎成为民国学界之共识。史学虽与自然科学不

同，但因具备了科学的基本特征，故仍可称为“科

学”：一是历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在于它使用了科

学的方法。蒙思明说：“倘使这方法是科学的，这学

问就是科学了。”历史学的方法不仅奠基于经过考

证的事实之上，还可寻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故历史学

应是科学。二是历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在于它探

求法则。朱谦之认为：第一，科学的根本特征是求法

则：“我们要问历史是不是科学，应该先问历史是不

是与一切科学同样有一个法则？是不是贯澈于历史

进程中的‘个性’，乃是跟着存在其中的必然底法则

来的？”“历史学的最大任务即在于根据历史的一切

事实，来发现一切统辖人类发展之定律的”，故它是

一种科学。第二，历史学自身有一个发展过程，过

去的那种教训的，玄学的历史学不是科学，只有近代

的历史学才属于科学。第三，历史科学的法则与自

然科学的法则不同；历史科学法则是动的，自然科学

法则是静的，历史法则是心理的，自然法则是物理

的，历史法则注重目的，自然法则注重因果。自然的

法则是必然的，而历史的法则“是由于人们的欲望与

目的而成”。故朱谦之强调历史是叙述人类文化的

进化现象的“文化科学”。

陈啸江指出：“凡一种学问可以独特成一门科学

者，最少要具两个条件：第一是有特殊的对象可供研

究，第二是有普遍的法则可供证实。”以这个标准来

衡量，单纯的史料研究与事件考证并不是历史科学，

它不过在求个别事件之真，以备从中抽出共同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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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历史哲学也不是科学，因为它太笼统武断，未

能达到实证的地位。科学的历史学的任务是根据其

特殊的研究对象，找出历史自身的演化规律。它一

方面是综括的，即研究整个人群演化规律，如起源

论、变迁论、变革论、停滞论、进化论，另方面又是特

殊的，即研究人群活动的不同侧面，如政治发展史、

经济发展史、教育发展史、哲学发展史等部门的规

律，只有达到这一水平，历史学才真正成为科学。

将历史学视为科学，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探求人类

历史发展规律，这与马克思主义有共同之处。

总体上看，科学化的历史研究，一方面重视历史

考证和史实求真，另一方面注重探寻历史规律和历

史法则，重视采用科学的理念及方法进行研究，体现

了史学理论的科学化追求。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

强调历史学的科学化，将其创建的新史学称为历史

科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并称为社会科学；

它借鉴了社会科学的方法，并在 1930年代掀起了社

会科学化运动，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

具体运用到历史学，推动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

历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及随后掀起的社会科学化，汇

成了历史学的科学化思潮，历史学被民国学者视为

历史科学加以建设。即便历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

有规律和法则，受必然性支配，那它也会像经济学那

样属于社会科学。既然实证主义的理论方法被视为

科学的理论方法，那么 1930年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同样被视为“科学”的理论方法，并且是最新

的科学理论方法。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新认识？因

为唯物史观与自然科学相似，都注重发现历史发展

的客观规律。正因注重发现客观规律，故唯物史观

成为最先进、最新颖的“科学”。民国史学有着追求

科学的强烈诉求和发展动力，正是在这种动力推助

下，唯物史观作为更科学、更新颖的研究方法，引起

民国学界的高度重视，唯物史观及辩证方法被视为

更加科学的方法为许多学者所接受。这样看来，民

国史学所追求的科学化趋向，经历了从强调历史学

的自然科学属性到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的递进过

程：先是强调历史学的自然科学特性，随后强调历史

学的社会科学化，最后演进到重视并接受更先进的

社会科学方法，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唯物辩

证法。

三、从史学研究法到史料考证法：民国史学理论

研究的方法论追求

民国学者对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的兴趣不大，

反而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格外重视，将关注点集

中于实用层面的史学研究方法；其创建的史学理论

体系同样将关注点集中于史学方法论，故民国时期

的史学理论著作，多冠以“史学方法论”之名。从早

期的姚永朴到后来的梁启超、何炳松、傅斯年等，都

重视“历史研究法”，出版了多种冠以“历史研究法”

的著作，各种类型的“史学概论”也以讨论历史研究

法为主，推动了民国史学方法论的探究。如李泰棻

的《史学研究法大纲》分原史、读史、作史和结论四

部分，重视探讨史学方法，强调：“欲改旧图新，求合

科学方法，则研究法尚矣。”故民国时期的史学理

论研究，注重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出现了明显的

“方法热”。

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方法热”，首先体现

为自觉借鉴并引入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

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特别注重逻辑推理和归纳方

法，将自然科学的原理原则及其方法广泛运用到历

史学中来。广泛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历史，成为

民国史学的主要趋势。何谓科学方法？当时所指的

科学方法就是实验法、归纳法；科学的内涵，包括了

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及科学方法。科学方

法成为民国时期史学界所关注和推崇的方法；探究

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成为民国史学理论界较普遍

的趋向。胡适强调采用科学实验的态度与方法及傅

斯年“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

等同样”的理念均体现了这种趋向。民国时期将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引入历史学并构成“史学方

法”论重要内容者，主要有语言文字比较研究法、历

史统计研究法、实地发掘调查方法等。

语言学是欧洲正统汉学的基本功。西方汉学家

沙畹、伯希和、高本汉、马伯乐、卫礼贤等，是从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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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入手来研究中原、蒙古、西藏、中亚等地的历史、

民俗、艺术等。欧洲汉学家的研究路径对中国学者

具有直接的启发作用。傅斯年在欧洲留学期间，研

修西方的比较语言学、语音学，对语言学重视。傅斯

年受兰克史学及欧洲汉学重视语言学分析的影响，

重视对史料进行语文分析，以鉴别其真实性和可靠

性，故倡导语言文字比较研究方法。他搜集卜辞、金

文等有关性、命二字的两万余条资料，运用语言文字

比较研究方法说明其原训及字义的演变，从而对先

秦时期的哲学、伦理观念进行梳理，进而讨论其发展

演变过程，于1936年写成《性命古训辩证》一书，树立

了“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的样

板。“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史学

方法，实际上是以语言学为根本的欧洲正统汉学之

翻版。

历史统计研究法，是以归纳法为基础的研究方

法。梁启超主张将把统计学方法引入史学，提倡计

量史学方法。他在东南大学史地学会所作《历史统

计学》的讲演中指出，这种方法是“用统计学的法则，

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其具体作法是：把

“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属，一一研究，便可以发

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极有价值的原则。”故

他将其命名为“史学上之统计的研究法”，可以通过

统计结果以“推求变化原因”。这是中国计量史学

方法的较早尝试。

由专注于文献转向趋重实物和实地发掘调查，

是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新取向；以考古材料补史证

史是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王国维提出的

“二重证据法”是其集中体现。其云：“吾辈生于今

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

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

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

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

之。”所谓“纸上之材料”，指中国旧有的文献资料；

“地下之材料”，主要指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西北发

现的汉晋简牍、敦煌莫高窟发现的石室藏书和传世、

出土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等历史资料。二重证据法就

是把这两方面的资料用来相互释证。二重证据法是

一种广泛利用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和外族语文资

料，吸取西方的思想观念，把文字训释与史事、制度

考察结合起来，并融入近代“新史学”观点的综合比

较考证方法。它突破了乾嘉学者囿于经史文献考证

的圈子，成为清代考据学发展为近代新考据学之转

折点。

胡适对史学研究方法格外重视。他自称：“我治

中国思想和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

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年来

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

威的影响。”尽管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其他

著作中谈校勘、谈音韵、谈清儒、谈国故、谈国学等，

但其所论其实均为“西洋的史学方法”。他以西方近

代科学方法关照清代考据学，认定清代朴学与西方

近代科学精神是相通的：“清代的朴学与近世西洋所

谓科学方法相合，”并强调：“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

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

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胡适提出的“朴学

方法即现代科学方法”，得到民国许多学者的认同，

成为新考据学的重要方法。同时，胡适将实用主义

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

的求证”方法：“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

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

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大胆的假

设，是史学主体“大胆的”提出对某个历史问题的解

决设想；所谓小心的求证，就是围绕这个设想去“小

心的”搜求证据，以达到得出解决此历史问题的结

论。胡适提出的史学研究方法对民国史学界影响颇

大。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说：“从证据去修

改假设，日益演进，自可日益近真。”

其次，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方法热”，还集中

体现在对狭义的史料学方法的探讨上，即实用层面

的史料方法。重视史料搜集考证方法，是民国史学

理论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关注实用性的具体

研究方法，以史学研究方法为关注点，而对史学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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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认识论的关注程度有限，这显然是中国的实用

理性使然。兰克史学的史学方法论之核心内容，一

是批判性地运用史料，史料问题成为最基本最重要

的问题；二是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无论是姚从吾

在北大讲兰克的方法论，还是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或是顾颉刚根据可靠史料重建

信史，抑或是孟森利用实录资料考证明清史实等，都

受到兰克史学方法的深刻影响。朗格诺瓦、瑟诺博

斯合著《史学原论》，围绕历史研究以可信的史料为

基础的内容展开，系统阐述了收集史料、鉴别史料、

综合史料的方法。其所谓方法，实为史料学方法，而

非历史研究方法。史学研究工作经历收集史料、外

证、内证的基本程式，最后将史料置于更宽广的语境

中进行综合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史料始终是最重

要的。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何炳松《历史研

究法》《通史新义》等，均受到《历史研究导论》的影

响，重视史学研究方法论。如何炳松的《历史研究

法》首章“绪论”总论史学方法，第二至第九章分别

为：博采、辨伪、知人、考证与著述、明义、断事、排比、

著述，从各章主题来看，基本是按历史研究步骤来阐

述史料收集、史事分析和编排、史著撰写等史学方法

的，讨论重点集中于“史学方法”，尤其是史料考证方

法。再如卢绍稷的《史学概要》，沿袭何炳松的《历

史研究法》的观点，同样将史学方法论视为史学理论

的核心。它将历史研究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

搜集史料。第二步，是考证，将所搜集之史料，依其

性质，加上种种考证之工夫，藉以正误，辨伪，明义。

此步工作，又可分为校勘底本，鉴别史书，详知撰人，

断定事实四阶段，即所谓‘分析工作’。第三步，是编

著，将分析研究所得之结果(已断定之事实)，编比成

为历史专著。此步工作，亦可分为编比事实，与著作

成史二阶段，即所谓‘综合工作’。”再如陆懋德的

《史学方法大纲》，论历史、论史料、论考证、论解释、

论著作，同样将重心集中于史学方法论。

历史研究要重建史实，必须借助于科学的史学

方法。所谓科学的史学方法，主要是指史料的搜集、

鉴别和考订的方法。李承廉在《史学方法论》中详细

列举了对史料进行考证、校雠和辨伪的方法，认为这

是“求真”，即重建史实的主要途径。顾颉刚说：客

观历史与史料记载的关系，就像人与画像的关系一

样，虽然执笔者非一人，其注目之点互有不同，所记

也有短长，但只要“集种种异同之材料而评判之，举

散乱无纪之事件而贯穿之，绳以科条，要以必信”，

“虽使百人不相谋而为之，必可得同一之结论”，从而

使后人“得识其统绪而瞻其真象”。杨鸿烈在《史学

通论》中认为：“我们若要明白历史的正当目的，就得

要承认历史家的责任不过是搜集，鉴别，和整理史料

罢了。他只是‘为历史而治历史’，他的‘目的’说来

也很平常，不过是‘记真事’‘说实话’罢了。”既然历

史研究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史料，那么历史研究的方

法，主要就是史料整理方法。蒙思明指出，史学方法

是一些合乎逻辑、合乎常识，可以使人信赖的批判原

则和工作程序，因而是认识历史、重建史实的利器，

只有使用这种方法，才能“奠史学于泰山之安”。吕

思勉和王抱冲则强调对史料的全面的广泛的搜集。

吕氏说，“所知者博，则所测者确”，往往多一条史料，

或少一条证据，事相即为大变，故史料搜集，应宁多

勿少，而史料汇集编订，则是解决个人精力有限，不

能遍读群书问题的有效办法。

民国学者所探讨的史学方法论，主要集中于史

料考证辨别与利用的方法，集中于编撰史书的方法，

而不是历史研究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更不是史

学认识论的方法。因此，民国史学理论关注的重点，

与其说是系统研究方法，毋宁说是史料考证方法，而

非史学研究方法；民国史学理论主要集中于史学方

法论，而非史学认识论、本体论。兰克以“内证”和

“外证”为特征的历史考证方法，伯伦汉著《史学方法

论》为实证性史学研究确立了基本规范。民国学者

关注于史料学方法，即重视史料的搜集、鉴别和使

用。史料领域除了文献、档案之外，关注考古发现的

实物遗存及口述调查材料，相应的史料学方法注重

对其进行搜集、分类、鉴别、考证辨析工作及方法，进

而扩大为考释史实的方法。如何炳松的《历史研究

法》重点探讨的是史料搜集整理方法。傅斯年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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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

用”。高度重视史料整理方法：“假如要问我们整理

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

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

料。”傅斯年深谙兰克的史料互勘与比照纠误之道，

将史料归纳为八对十六种：直接材料对间接材料、官

家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对外国记载、近人记载

对远人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

涉、直说对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傅氏

引进兰克的治史方法，再摄纳中国传统史学的考证

方法，形成了考辨、比较方法以及由语言文字入手辨

析史料等治史方法，写出了《明成祖生母记疑》等。

由此可见，受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观念的影响，民

国时期史学方法论主要集中于史料学方法，聚焦于

如何搜集、鉴别和利用史料的具体方法上，从而形成

了明显的史料学方法论倾向，即高度重视史料学及

其方法。因此，重视实用层面的历史研究方法，尤其

是史料学方法，构成了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明

显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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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ation, Scientification, and Methodology Fever: The Basic Tendency of Study of
Historical Theories during the Chinese Republican Period

Zuo Yuhe

Abstract：The study of historical theories during the Chinese Republican period had undergone the process
from the inputting, transplanting an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ies to the gradual understanding and tenta⁃
tive creating of Chinese local historical theories. There were mainly two approaches for it to proceed. One approach
was to accept and synthesize those modern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ies and then to create Chinese local historical theo⁃
ries, based on those western works of historical theories. The other was to find, by comparing western historical theo⁃
ries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studies, those factor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studies which could be
suitable for modern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ies and then to create local historical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enormous influence of modern western positivist historical studies and taking the scientification as the ma⁃
jor goal of creating historical theories,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theories during the Chinese Republican period was to cre⁃
ate positivist and scientific historical theories. Due to the scientific historical studies, the emphasis on textual research
in history and seeking for historical facts, the dedication to the scientifica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the stress on histori⁃
cal methods and on scientific methodologies, passions for historical methods and methodologies arose gradually during
the Chinese Republican period. The tendency of methodology fever could be fou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scious
learning from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tific methods and then applying them, and also could be found during the pro⁃
cess of concentrated researches of those practical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data. Thus, localization, scientifi⁃
cation and methodology fever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asic tendency of historical theories' study during the Chinese
Republican period.

Key words：the Chinese Republican period; historical theories; localization; scientification methodology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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